
 

 

传统金融基础、知识门槛与数字金融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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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金融服务存在很多空白的地区和群体，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事业

依然任重道远。因此，新兴的数字金融被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填补空白，服务传统金融没有服务到的

地区和群体。而文章研究显示，农户是否使用数字金融依赖于其对传统金融的使用。具体而言，农户

使用传统金融的频率越高，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就越大；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

数字金融的概率也越高。传统金融基础与教育水平的交互影响以及其他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

论。因此，在数字金融下乡中，要加大对农户金融基础知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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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金融又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广义上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信息通信技术提供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①但业内一般从

狭义的角度理解数字金融或互联网金融，仅指互联网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的金融业务。②近年

来，随着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金融也快速发展（李继尊，2015）。根据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差不多每年翻一

番（Guo 等，2016）。互联网金融可以克服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大的地理穿透力和

低成本优势。因此，在传统金融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下，各界对新兴的数字金融寄予厚望，希望其

能发挥普惠金融的功能，填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的领域和地区，服务那些传统金融没有服务到

的群体−克服金融排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从省份或城市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数字金融确实体现出“雪中送炭”的潜力。例如，侧重于

体现数字金融覆盖率、使用率等信息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从 2011 年到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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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② 对于第三方支付、网络理财和 P2P 网络借贷等新兴金融模式，最初人们称之为“互联网金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称其为“数字金

融”“金融科技”等。讨论这些名称是否恰当，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中“数字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均指互联网企业借助新兴数字技

术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机构也在纷纷借助数字技术改造自己的业务，如网上银行、直销银行等，业内一般称为广义互联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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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省份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差距明显缩小，变异系数从 0.47 下降到 0.1，西部地区的数

字普惠金融有明显追赶东部地区的趋势（郭峰等，2019）。当前，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数字普惠金融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Chen，2016）。互联网金融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价值得到关注。

例如，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提高广大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创造了条件（焦瑾璞，

2014），数字货币对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具有重要

作用（焦瑾璞等，2015）。

数字金融门槛低、效率高、覆盖面广的优势为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创造了新的可能（董玉峰

等，2016）。而拓展农村地区业务也确实成为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重要战略，蚂蚁金服、京东金

融等互联网金融公司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农村金融部门，数字金融下乡已经蔚然成风。为了争夺

农村地区的用户，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甚至采取了注册账户送鸡蛋、送洗衣粉等非常具有乡土

气息的策略。然而，在对数字金融寄予厚望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互联网技术和金

融业务的结合，数字金融技术的运用需要基本的金融知识和互联网技能。如果缺少基本的金融

知识和互联网技能，可能就无法熟练有效地使用数字金融服务。虽然互联网金融可以克服地理

障碍，在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密度低的农村地区也能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务，但是农户享受这

些现代化的数字金融服务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因此，实证考察传统金融基础与农户使用数字金

融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数字金融模式的理解。

一套可靠的家户调查数据是实现上述研究目的重要保障。现有的综合性家户调查数据涉

及近几年才兴起的数字金融服务的问题非常少。上海财经大学 2015 年开展的“千村调查”深入

调查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其中包括一些数字金融普及和使用方面的信息。本文利

用这次调查获得的第一手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传统金融基础和家庭成员教育水平对使

用数字金融的影响。使用专门的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传统金融基础在

影响农户使用新兴数字金融服务中的价值。本文实证分析发现，农户使用传统金融机构的线下

金融服务频率越高，越倾向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教育水平越高，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的可能性也

越高。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以及传统金融基础与家庭教育水平的交互影响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

论。在上述证据下，数字金融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还没有做到“雪中送炭”。现有文献在讨论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时，往往从宏观和政策角度入手，缺少微观基础（郭峰等，2017；姚

耀军和施丹燕，2017；李继尊，2015），本文的研究则对现有文献做了一个补充。同时，本文对于认

识新兴数字金融的现实价值以及制定数字金融下乡的农村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在学术界尚未有定论，主要存在“替代论”“补缺论”和“互补

论”三种观点。“替代论”认为，数字金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打破金融约束的

边界，无限趋近于一般均衡中无金融市场的稳态（谢平和邹传伟，2012）。因此，作为一种能够优

化人们消费的新兴投融资模式，数字金融将取代传统金融市场（谢平和邹传伟，2012；谢平等，

2015）。“替代论”的可信性一直颇受质疑，汪炜和郑扬扬（2015）认为，技术工具的改进和金融产

业的革命有着本质区别，互联网的无实体特点是优势，也是局限所在。“补缺论”则认为，数字金

融的发展将会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延伸到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群体，而非取而代之，这是由互

联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王国刚和张扬，2015）。如果“补缺论”成立，则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具有

“雪中送炭”的作用。而最受支持的观点是“互补论”（刘澜飚等，2013）。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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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先进性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程鑫，2015）；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无法摆脱传统金

融的积淀而独自生存（郑联盛，2014），即只可能对传统金融“锦上添花”。这一点在姚耀军和施丹

燕（2017）以及郭峰等（2017）基于区域层面数据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不过，现有相关研究大

多基于宏观层面或政策层面，尚缺少微观基础。

换言之，数字金融模式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究竟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这是一个需

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而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粟芳和方蕾（2016a）的研究表明，

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户可以寻求传统金融服务；而在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户寻求传

统金融服务的难度更高，从而会转向互联网金融。粟芳和方蕾（2016b）则发现，数字金融在东部

地区发展得更好。何婧等（2017）发现传统信贷与互联网信贷存在竞争的关系，使用互联网信贷

的农户大多也是能够获得传统信贷支持的，因而认为农村互联网金融的排斥主要表现在农户的

“自我排斥”上。从金融供给角度看，数字金融模式确实可以克服地理障碍等因素；但从金融需

求角度而言，传统金融需求越多，金融知识和金融经验就越丰富，从而也就越可能转向数字金融

服务。没有使用过传统金融服务的农户可能会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和技能，即使有使用数字金

融的愿望，也可能无法产生有效的数字金融服务需求。这一点在下文中有直接的微观调查证

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虽然摆脱了传统金融存在的物理门槛，但是依然存在偏远农户被排斥的

其他因素，停留在“锦上添花”的效果上。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传统金融对数字金融的使用有促进作用，拥有更多的传统金融基础，就更容易接受

数字金融。

在传统金融之外，教育水平是否会对人们使用数字金融产生影响，也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

点。2014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 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显示，78% 的被访者将家庭获取金融

服务的主要障碍归结为金融知识的匮乏。这一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有研究显示，增加金融知

识是减少金融排斥的重要途径（张号栋和尹志超，2016）。知识水平高的居民更容易理解金融市

场和金融产品，减少使用金融工具的成本（尹志超等，2014）。也有研究提出，金融知识越多的人

可能越偏好风险（Dohmen 等，2010），从而会越多地参与新兴的数字金融。国外现有研究显示，受

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更愿意接受互联网银行（Polatoglu 和 Ekin，2001；Nasri 和 Charfeddine，2012）。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教育对数字金融的使用有促进作用，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更容易接受数字金融。

如果传统金融与教育水平都会对数字金融的使用产生促进作用，那么这两者影响的叠加效

应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抵消呢？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普遍拥有更宽松的金融约束（尹志超

等，2014），对传统金融和新兴业务的接受能力也更强（吴雨等，2016），本文认为两者的促进作用

是相互加强的。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传统金融基础与教育水平对数字金融使用的促进效应是相互加强的。

（二）实证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并以 Probit 方法作为稳健性分析。基本模型为：

IFi = α0+α1Fi+α2Edui+βXi+εi （1）

其中，IF 为农户是否使用数字金融的二元变量或者使用数字金融的业务种类数。F 表示农户参

与传统金融活动的基础，使用受访农户最近一年去银行网点的频次来度量。Edu 表示农户成员

的最高教育水平，使用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来度量。α1 和 α2 为本文关注的主要参数，α1 衡量了农

户使用传统金融的频次对其使用数字金融的影响，α2 则衡量了农户教育水平对其使用数字金融

的影响。控制变量 X 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受访者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等；（2）家庭特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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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家庭人数以及家中是否有党员等；（3）村庄特征，主要是村庄的一些地理特征。ε 为随

机干扰项。

（三）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传统金融基础对数字金融使用的影响，其中的内生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传

统金融和数字金融同属金融业务，不仅相互影响，还受其他变量的共同影响。首先是互为因果问

题。这种情况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在现实中最为常见，在本文中表现为更多的传统金融基础意味

着更深层次的金融需求，这会引致数字金融使用与发展，反之亦然。目前，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

融的关系尚未有定论，概括而言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种可能（谢平和邹传伟，2012；

刘澜飚等，2013；汪炜和郑杨杨，2015；王国刚和张扬，2015）。这会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可能高

估也可能低估，取决于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哪个更强。其次是遗漏变量问题。虽然本文在基准

模型中控制了个人层面、家庭层面以及村庄层面的部分变量，但是仍有一些因素如个人的工作

经历、家庭的投资组合以及区域文化等无法获得。此外，这项主题调查只做了一年，时期效应也

无法剔除。最后是测量误差问题。测量误差有两种：一种是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这不会引起

内生性；另一种是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通常体现为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这会产生一定的

内生性问题。“千村调查”采用的是“定点+返乡”的形式，学生返乡调查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选择

性偏差，如采样时选择靠近自己住处的村庄等。

在本文中，解决内生性问题最理想的手段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应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够很好地解释内生变量，即工具变量与“去银行网点的次数”有足够

的相关性；第二，工具变量来自系统之外，即具有外生性。我们选择了问卷中“家庭到银行网点所

需时间”以及“村里有几台 ATM 机”作为传统金融使用频次的工具变量。我们将在下文中检验

这两个工具变量是否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这里首先阐述选择这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逻辑。

第一，家庭到银行网点所需时间。这个变量包含了两个信息，一是家庭到银行的地理距离，二是

家庭到银行的交通便利程度。首先，银行所处地理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每个家庭距最近银行网点

的距离是既定的，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影响。因此，地理距离满足工具变量严格外生的基本条

件。其次，家庭与最近银行网点间的道路状况也具有强外生性，不受单个家庭金融需求的影响。

同时，每个家庭到银行网点所需时间与传统金融的使用程度存在相关性。它既反映了传统金融

的可得性，直接影响传统金融的使用程度（尹志超等，2015），还表示人们去银行的交通成本，影响

每个家庭使用传统金融的频次。第二，村里有多少台 ATM 机。ATM 的分布密度表示区域内传统

金融的可得性，与传统金融的使用频次相关，因而常作为地区金融可得性或普惠性的工具变量

（朱一鸣和王伟，2017）。同时，ATM 机的数量与单个家庭的第三方支付、网络理财等数字金融需

求理论上没有直接的关联，从而满足外生性条件。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自 2008 年开始，已持续十多年，是一项师生共同参与的大型

农村调查。在 2013 年之前，“千村调查”均为学生返乡调查。从 2013 年开始，引入随机抽样定点

调查模式，采用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方法，赋予每一个初级抽样单元与单元

农村人口规模成比例的入样概率。根据千村调查项目组提供的资料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在最终抽取的样本村庄中，当年村民人均收入均值为 6 209 元，高出全国均值仅 4.9%，因而

能够较好地代表全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另外，除了农村家庭的基本生活状况外，该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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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还会有一个主题调研。2015 年“千村调查”的主题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调

研内容囊括了农村家庭对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以及第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等新兴数字金

融的使用情况。本次调查的队伍由 30 位带队老师和 1 418 名学生组成，覆盖除港澳台以外的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问卷内容包括入户调查和行政村整体情况调查等信息。剔除核心解

释变量与关键控制变量缺失的问卷后，最终的有效入户样本为 14 606 份，涉及 737 个行政村。

目前，已有多篇论文基于本次调查研究了中国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粟芳和方

蕾，2016a，b）。根据本次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数字金融下乡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在受访

的 737 个行政村中，有 214 个村落几乎没有数字金融，占到近 30%。有 54.2% 的行政村有数字金

融但很少，而使用比较普遍的情况仅占 15%。

（二）变量说明

1. 传统金融。对于家庭使用传统金融的情况，本文主要选取家庭成员最近一年去银行的次

数来衡量，具体包括“您本人最近一年去银行网点次数”与“家庭其他成员最近一年一共去了银

行多少次”两个问题，两者之和反映了整个家庭使用传统金融的情况。对于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

融的情况，本文采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程度两个维度来衡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问题：“家里是

否有人使用‘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您家是否购买过‘宝宝类’互联网理财产品”以及

“家里是否参与过 P2P”。对于参与数字金融，只要有一个问题的回答为“是”，即认为家庭使用

了数字金融，赋值为 1，否则为 0；而数字金融的参与程度则为上述三个问题肯定结果的叠加，取

值从 0 到 3，度量了家庭参与数字金融的业务种类。

2. 教育水平。本文以“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作为家庭层面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考察它对

家庭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可以反映整个家庭的人力资本质量（尹志超

等，2014）。该变量是一个有序变量：小学及以下为 0，初中为 1，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为 2，大专

和本科为 3，研究生及以上为 4。

3. 控制变量。（1）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和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受访者一

般为家中的户主或主事人，当家人的年龄和性别不仅包含家庭的年龄结构信息，还映射出风险

偏好。在通常情况下，男性更偏好风险，年轻人更愿意冒险。（2）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人口

数，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参与数字金融的情况，家庭人口数必然对其有直接的影响；收入水平，收

入水平高低直接影响金融约束，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工具选择，本文中的家庭年收入采用有序

变量来衡量；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组横向网络关系（Putnam，1993），本文

主要采用“家中是否出过村长”“家中是否有党员”以及“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来衡量。②（3）村

庄特征，主要包括交通便利程度和数字金融使用环境。例如，“‘村村通’村级公路路面硬化是

否实施？”以及“当地的地貌类型”，高原、盆地和平原属于交通便利的地貌，赋值为 1，丘陵和山地

赋值为 0。关于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几乎没有”为 0，“有但很少”为 1，“比较普遍”为 2。

这是针对整个村庄情况询问村委会干部获得的。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三）直观证据

表 2 给出了在去银行网点次数的不同分位数范围内，使用数字金融和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基

本统计结果。由表 2 可知，传统金融的使用程度与是否使用数字金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去

银行网点次数越多，使用数字金融的可能性越大。这初步验证了使用传统金融越多的农村家庭

越多地参与了数字金融。当然，这一关系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利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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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去银行的频次 14 606 21.770 34.668 0.000 500.000

家庭教育水平 15 546 1.926 0.978 0.000 4.000

家庭人口数 15 478 4.287 1.778 1.000 15.000

家中是否出过村长 15 546 0.172 0.378 0.000 1.000

家中是否有党员 15 546 0.244 0.430 0.000 1.000

家庭年收入 15 546 2.047 1.104 0.000 4.000

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 15 336 0.631 0.482 0.000 1.000

性别 15 546 0.584 0.493 0.000 1.000

年龄 15 322 47.259 13.831 18.000 80.000

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 14 895 0.899 0.662 0.000 2.000

村中道路情况 14 895 1.703 0.593 0.000 2.000

村所在地的地貌 14 666 0.538 0.499 0.000 1.000
 
 

 
表 2    使用数字金融与去银行网点频次的关系

去银行网点频次的分位数区间（%） 0 （0−25］ （25−50］ （50−75］ （75−100］

对应频次 0 （0−5］ （5−12］ （12−25］ （25−500］

未使用数字金融（家） 995 2 458 2 301 2 005 1 463

使用数字金融（家） 87 574 1 090 1 654 2 019

使用比例（%） 8.35 18.93 32.14 45.20 57.98
 
 

图 1 给出了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未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使用数字金融产品的占比情况。对

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未使用数字金融产品的家庭占比大幅下降。在家庭教

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样本中，96% 没有使用数字金融；而在研究生及以上的样本中，仅有 37%

没有接触过数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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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庭教育水平与数字金融使用比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克服变量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所有回归均对估计参数的标准误进行了 White 异

方差修正。同时，去银行网点次数存在一些极端值，我们对其进行了 0.5% 的右缩尾处理。此外，

我们发现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2，因而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020 年第 1 期

•  24  •



表 3 给出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列（1）中没有任何控制变量，去银行次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这

与上文的数据观察是一致的。这表明去银行次数越多，即家庭使用传统金融的频率越高，传统金

融经验越丰富，使用数字金融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家庭教育水平对使用数字金融也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为了剔除其他变量的干扰，列（2）中加入了个人、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

看出，去银行次数和家庭教育水平的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和列（4）的被解释变

量为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结果与列（1）和列（2）非常类似，这说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3    基准回归

（1） （2） （3） （4）

是否使用数字金融 是否使用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使用程度 数字金融使用程度

去银行的频次
0.003*** 0.002*** 0.003***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教育水平
0.167*** 0.114*** 0.193*** 0.130***

（0.004） （0.004） （0.004） （0.005）

家庭人口数
−0.000 −0.002

（0.002） （0.003）

家中是否出过村干部
−0.012 −0.015

（0.011） （0.014）

家中是否有党员
0.027*** 0.048***

（0.010） （0.012）

家庭年收入
0.073*** 0.088***

（0.004） （0.005）

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
0.023*** 0.019**

（0.008） （0.009）

受访者性别
−0.026*** −0.016*

（0.007） （0.009）

受访者年龄
−0.008*** −0.009***

（0.000） （0.000）

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
0.050*** 0.054***

（0.006） （0.007）

村中道路情况
−0.001 −0.006

（0.006） （0.007）

村所在地的地貌
0.026*** 0.032***

（0.008） （0.009）

样本数 14 606 13 445 14 606 13 445

R2 0.167 0.255 0.166 0.254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对于控制变量，以列（2）结果为例，在家庭层面，家庭中有党员、家庭年收入以及家中有外出

人口对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个人层面，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也都有显

著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使用数字金融的可能性下降，户主较年轻的家庭较多使用数字金融，

这是很直观的结果。有趣的是，户主为男性对家庭使用数字金融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女性当家

的家庭更可能使用数字金融。此外，村所在地的地貌对家庭使用数字金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

明在地势便利的地区，数字金融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与人们期望数字金融下乡是填补交通

不便利地区的传统金融服务空白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但符合本文的逻辑。人们希望利用数字金

郭    峰、王瑶佩：传统金融基础、知识门槛与数字金融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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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优势，为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偏远山区提供金融服务，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计量结

果却显示，地势不便利地区的农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的可能性更低。当然，这一结论存在内生性

问题，这里不予展开讨论。

（二）工具变量法回归

根据上文的讨论，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和使用传统金融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为了识别其

中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仅停留在相关关系上，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表 4 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两个工具变量对农户成员去银行的频次均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且 F 统计值远大于 10，符合相关文献对工具变量的要求（Staiger 和 Stock，1997）。
 

表 4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一阶段结果

（1） （2）

去银行的频次 去银行的频次

到银行所需时间
−0.128*** −0.062***

（0.018） （0.017）

ATM 机数量
−0.125*** −0.110***

（0.014） （0.016）

家庭教育水平
6.223 2.820***

（0.248） （0.258）

家庭人口数
0.236

（0.168）

家中是否出过村干部
2.489

（0.814）

家中是否有党员
2.554***

（0.744）

家庭年收入
7.065***

（0.279）

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
−1.862***

（0.560）

受访者性别
2.880***

（0.500）

受访者年龄
−0.240***

（0.019）

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
1.332***

（0.385）

村中道路情况
−0.884**

（0.377）

村所在地的地貌
−2.343***

（0.502）

样本数 13 482 12 998

F 值 59.89 28.00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5。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了 Kleibergen-Paak LM 检验，P 值为 0.000，

在 1% 的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Sargan-Hansen 检验的零假设是所有工具变

量都是外生的，检验结果不能拒绝零假设。Kleibergen-Paak F 检验结果显示，F 值大于 10% 水平

的临界值，因而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零假设。综上所述，我们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在理论上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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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都满足条件，是合理且可靠的。工具变量法分析结果与表 3 相比依然是稳健的。去银行的

频次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影响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系数大幅提升。这说明在反向因

果问题中，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替代作用”占主导，在基准回归中，传统金融基础对数字金融

的推动作用被低估。传统金融基础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的影响系数也大于普通最小二乘

回归下的结果。传统金融基础和家庭教育水平对数字金融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家庭使

用传统金融越多，金融素质就越高，金融经验也越丰富，越愿意尝试新的金融模式。因此，使用传

统金融服务多的家庭有更开放的心态拥抱数字金融。①同时，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越高，获取的

数字金融信息就越多，越了解其使用方法与风险收益，从而越容易接受这种新兴的金融模式。
 

表 5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二阶段结果

（1） （2） （3） （4）

是否使用数字金融 是否使用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使用程度 数字金融使用程度

去银行的频次
0.014*** 0.013*** 0.017*** 0.015***

（0.002） （0.004） （0.003） （0.005）

家庭教育水平
0.094*** 0.082*** 0.106*** 0.094***

（0.015） （0.011） （0.018） （0.014）

家庭人口数
−0.003 −0.005

（0.003） （0.004）

家中是否出过村干部
−0.034** −0.041*

（0.017） （0.021）

家中是否有党员
−0.002 0.015

（0.016） （0.020）

家庭年收入
−0.006 −0.002

（0.025） （0.032）

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
0.045*** 0.045***

（0.012） （0.015）

受访者性别
−0.056*** −0.052***

（0.014） （0.017）

受访者年龄
−0.005*** −0.006***

（0.001） （0.001）

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
0.032*** 0.033***

（0.009） （0.011）

村中道路情况
0.008 0.003

（0.008） （0.009）

村所在地的地貌
0.053*** 0.064***

（0.013） （0.015）

样本数 13 482 12 998 13 482 12 998

Kleibergen-Paak LM 值 80.53 36.57 80.53 36.5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Sargan-Hansen 检验值 1.275 0.0540 3.837 0.685

P 值 0.259 0.816 0.050 0.408

Kleibergen-Paak F 值 59.89 28.00 59.89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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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 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干扰，我们在上文中对去银行的频次进行了

右缩尾处理，但这可能会受到“敲打数据”的质疑。为此，我们使用原始数据进行了回归，表 6 中

列（1）结果依然是非常稳健的。此外，我们选取了另一个反映传统金融使用情况的变量−家中

是否有传统金融资产，传统金融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产品、基金、股票和债券等类

型。只要农户有上述任意一个账户，则赋值为 1，表示家庭使用传统金融服务。我们使用这一变

量代替去银行的频次，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2），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上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 6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未缩尾 替换传统金融使用情况变量 IV Probit Ordered Probit

去银行的频次
0.014*** 0.031*** 0.005***

（0.004） （0.003） （0.000）

家庭教育水平
0.096*** 0.111*** 0.180*** 0.389***

（0.014） （0.010） （0.060） （0.014）

家中是否有传统金融资产
0.753***

（0.240）

家庭人口数
−0.006 0.006 0.007 0.021***

（0.004） （0.004） （0.008） （0.007）

家中是否出过村干部
−0.035* −0.031* −0.081** −0.033

（0.021） （0.018） （0.034） （0.035）

家中是否有党员
0.012 0.053*** −0.031 0.088***

（0.021） （0.014） （0.034） （0.030）

家庭年收入
−0.001 0.020 −0.034 0.250***

（0.032） （0.028） （0.057） （0.012）

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
0.047*** −0.000 0.129*** 0.102***

（0.016） （0.012） （0.025） （0.025）

受访者性别
−0.050*** −0.020* −0.128*** −0.037

（0.017） （0.011） （0.022） （0.023）

受访者年龄
−0.006*** −0.009*** −0.011*** −0.027***

（0.001） （0.000） （0.004） （0.001）

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
0.033*** 0.036*** 0.061** 0.141***

（0.011） （0.010） （0.030） （0.018）

村中道路情况
0.003 −0.011 0.014 −0.028

（0.009） （0.009） （0.017） （0.020）

村所在地的地貌
0.061*** 0.050*** 0.125*** 0.086***

（0.015） （0.012） （0.022） （0.024）

样本数 12 998 13 750 12 998 13 445

Kleibergen-Paak LM 值 36.16 22.91

P 值 0.000 0.000

Sargan-Hansen 检验值 0.673 1.112

P 值 0.412 0.292

Kleibergen-Paak F 值 27.5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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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方法的稳健性。在基准回归中，为便于解释和上下文衔接，我们使用了最小二乘回归

方法。为了检验回归方法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采用 IV Probit 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此时被

解释变量为是否使用数字金融的二元变量。表 6 中列（3）显示，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外，我们还

使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考察了有多种选择的情形，结果见表 6 中列（4），结论依然是非常稳健

的。这说明计量方法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表 6 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的前提下，研究结论对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采用不同

回归方法均是稳健的。此外，在这些稳健性检验中，家庭教育水平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分

析结果整体上很稳健。

（四）传统金融基础与教育水平的交互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农户参与数字金融需要有一定的传统金融经验和教育水平，两者对使用数

字金融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那么，两者叠加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是相互加强还是相互抵消？

我们首先考察了在家庭成员的不同教育水平下传统金融基础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影响，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7 中列（1）和列（2）。其中，列（1）中样本为高中以下学历的家庭，列（2）中则为高中

以上学历的家庭。两列中传统金融基础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高教育水平组的

系数明显更大。这说明对于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家庭，受益于良好的知识储备，包括互联网技能

等，传统金融基础更能催生他们对互联网金融的需求。列（3）和列（4）则根据去银行频次的中位

数（12 次/年），将样本分成低频次组和高频次组。两列结果对比也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对

于去银行频次较低的家庭，传统金融基础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传统金融需求并

不会衍生出对数字金融的需求；而在去银行频次较高的家庭中，人们对传统金融的需求在 5% 的

显著性水平上会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时，对于去银行频次高的家庭，教育水平对使用数字金

融有更强的刺激作用。这说明对于传统金融使用经验丰富的家庭，拥有高教育水平更容易让他

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数字金融。

表 7    传统金融基础与教育水平的交互影响

（1） （2） （3） （4） （5）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低频次 高频次 交互影响

去银行的频次
0.010* 0.017*** 0.069 0.017** −0.004

（0.006） （0.006） （0.044） （0.008） （0.007）

家庭教育水平
0.067*** 0.137*** −0.059

（0.021） （0.015） （0.086）

去银行的频次×家庭教育水平
0.009**

（0.004）

家庭人口数
0.010*** −0.011* 0.005 −0.014 −0.000

（0.004） （0.006） （0.004） （0.009） （0.004）

家中是否出过村干部
0.002 −0.060** −0.023 −0.058* −0.033

（0.025） （0.029） （0.033） （0.032） （0.022）

家中是否有党员
0.012 0.042* 0.008 0.030 0.003

（0.031） （0.025） （0.019） （0.029） （0.026）

家庭年收入
0.019 0.002 0.039* −0.004 0.007

（0.033） （0.047） （0.023） （0.050） （0.037）

家中是否有外出人口
0.022 0.082*** 0.017 0.056** 0.041***

（0.019） （0.018） （0.013） （0.023）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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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分组回归的基础上，表 7 中列（5）引入了传统金融基础与家庭教育水平的交互项。此

时，在原有的两个工具变量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到银行所需时间、村中 ATM 机数量分别与家庭教

育水平的两个交互项，作为传统金融基础与家庭教育水平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去

银行的频次与家庭教育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庭教育水平越高，使用传统金融越

可以引致出数字金融需求，反之亦然。这再次证明了上文基本结论中的逻辑，即数字金融目前更

多的是锦上添花，还不是雪中送炭。

（五）更多直观证据

为了更直观地考察传统金融基础、家庭教育水平与数字金融的关系，我们还分析了农户未

使用数字金融的原因。在未使用数字金融的 9 362 个家庭中，42% 是因为“不了解”，30% 是因为

“不会用”，17% 反映“没条件”，“不安全”与“其他”原因只占 11%。这说明由于存在使用门槛，数

字金融下乡受到阻碍。这与传统认知的“雪中送炭”功能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不了解”和“不

会用”的家庭占比超过了 70%，说明数字金融依赖于传统金融打下的群众基础，目前停留在“锦

上添花”功能上。

此外，如图 2 所示，在未使用数字金融的这些家庭中，有 2 885 个“非常愿意”以后可以使用

数字金融，3 688 个表示“愿意”接受数字金融，“不太愿意”和认为“根本没必要”的家庭仅有

2 343 个和 419 个，“非常愿意”和“愿意”的家庭占未使用数字金融样本的 70.21%。这说明这些

农户非常希望享受数字金融服务，但受制于金融经验和知识能力等，被“排斥”在新兴的数字金

融模式之外。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数字鸿沟”的一种表现。最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了解”和

“不会用”的家庭的使用意愿，发现在 6 788 个这样的家庭中，4 842 个在未来有使用数字金融的

意愿，占比为 71.33%，略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解决金融经验和知识门槛对于推动数字金融下乡

有很强的迫切性。

 

续表 7    传统金融基础与教育水平的交互影响

（1） （2） （3） （4） （5）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低频次 高频次 交互影响

受访者性别
−0.043** −0.053** −0.022 −0.074*** −0.043**

（0.021） （0.022） （0.021） （0.026） （0.017）

受访者年龄
−0.004*** −0.008*** −0.005*** −0.006*** −0.007***

（0.001） （0.002） （0.002） （0.002） （0.001）

村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程度
0.035*** 0.034** 0.034*** 0.033* 0.035***

（0.011） （0.016） （0.011） （0.019） （0.012）

村中道路情况
−0.012 0.014 0.007 −0.003 0.005

（0.009） （0.014） （0.010） （0.016） （0.010）

村所在地的地貌
0.020 0.106*** 0.027** 0.088*** 0.076***

（0.013） （0.026） （0.012） （0.028） （0.021）

样本数 4 737 8 261 6 105 6 893 12 998

Kleibergen-Paak LM 值 16.67 23.65 9.989 13.84 17.82

P 值 0.000 0.000 0.007 0.001 0.000

Sargan-Hansen 检验值 0.415 0.718 0.0173 0.583 3.311

P 值 0.519 0.398 0.895 0.445 0.191

Kleibergen-Paak F 值 18.91 17.44 5.593 9.841 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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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未来使用数字金融的意愿

 

五、结　论

传统金融存在很多服务空白的领域和地区，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事业仍任

重道远。而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数字金融则被寄予了厚望，各界希望新兴的数字金融模式可以填

补偏远农村地区传统金融服务的空白领域，服务传统金融没有服务到的人群。但数字金融并不

是凭空产生的，其存在仍有赖于一定的基础。本文研究发现，农户使用传统金融的频率越高，金

融知识和金融经验越丰富，也就越有可能拥抱新兴的数字金融业务；家庭成员教育程度越高，农

户使用数字金融的可能性也越高。传统金融基础与教育水平的交互影响以及其他分析进一步证

实了上述结论。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还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程度，仅依靠推广数字

金融恐难以实现金融普惠。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重视培训金融基础素养，是本文实证结

论最主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注重发展基础，加强金融培训。推动数字金融下乡的初衷是好的，但要注意其发展基

础，应加强金融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只有掌握了一定的金融和互

联网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才能引致出数字金融的需求，否则一味地增加数字金融服务供

给，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用鸡蛋换回的数字金融账户很可能被“束之高阁”。

第二，明确发展关系，避免顾此失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下乡离不开传统金融基础，要

数字金融完全脱离传统金融去服务偏远贫困农户的设想目前来看是不可行的。因此，在推动数

字金融下乡的同时，应重视传统金融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让数字金融更好地发挥其便利快捷

的优势，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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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Financial Basis，Knowledge Threshold and
Digital Finance for Farmers

Guo Feng1，2,  Wang Yaopei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nstitute of Digital Financ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Summa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finance

by using micro survey data.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there are many blank areas and groups in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especially in remote rural areas. Therefore, the emergent digital finance is expected to fill

the blank, and serve the areas and groups that traditional finance has yet served. Meanwhile, expanding busi-

ness in rural areas has indeed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some Internet finance companies. However, we

must clearly realiz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digital financial technolog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business, needs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et skills. Without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et skills, people may not be able to use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skillfully and effectively.

Therefore, although Internet finance could overcome geographical obstacles and cut the cost in remote rural

areas with low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density, f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 side, it is

not so easy to enjoy these modern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Therefore,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

ditional financial basis and farmers’ use of digital finance through scientific empirical analysis will contribut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gital financial pattern.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firsthand micro survey data from the Thousand Village Survey of Shanghai Uni-

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foundation and family

member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Using the special survey data of Rural Inclusive Fin-

ance will help us to inspect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basis in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to use new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We find that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using traditional finance, the greater the pos-

sibility of using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farmers’ household,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using digital financ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we take “the time re-

quired for family to reach the bank outlet” and “how many ATMs in the village”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for

the family to us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arry out two-stage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more intuitive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ditional finance, family educa-

tion level and digital finance, we also mak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farmers do not use digital fin-

ance and the willingness of households who do not use Internet finance at present, which also confirm that the

lack of financial basis and education is the strongest marginal obstacle affecting the spread of Internet finance.

Digital finance also relies on the mass basis laid down by traditional finance.

　　This study is a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ecause whe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ternet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financ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an only start from the macro and policy perspect-

ive, lacking the micro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reference value, it is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

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new digital finance and formulate the rural financial policy

of digital finance going into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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